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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谱系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科学的内部结构、运行方式以及学
术传统的理解。本文探讨了唐敖庆谱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对其成果产出
进行了系统描述，并将之与日本福井谦一谱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唐敖庆谱系的产出高峰期约晚于福井谦一谱系１５年，且成果产出和杰出人
才产出均低于后者，而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学术自主性的匮乏
及外部因素对学术方向的影响。
关键词：科学传统，学术谱系，唐敖庆，福井谦一，学术自主
作者简介：韩天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史、
科学哲学。
＊本文受中国科协调宣部课题“当代中国化学家学术谱系研究”（２０１０ＺＣＹＪ２８）资助。
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进程不但表现为科学学科的形成、科学家职业的出
现乃至科学国家化发展阶段的到来，也表现为科学家群体的聚集及其随时
间推移而演化的过程。作为科学后发国的中国，其科学制度化进程伴随着
政权的反复更替以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经历了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
科学技术知识的大量引进到２０世纪初学制的改革、留学生的派遣和众多科
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再到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科学系统的重新构筑以及改革开
放以来在创新大潮冲击下的爆发式发展等不同阶段。要理解这一漫长而曲
折的历史进程，需要分析近代科学传统在中国移植、重构与本土化进程，尤
其是要关注科学家团体的内部结构、运行方式及相关历史变化。因此，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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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科学学术谱系的产生和发展展开综合性的历史考察，不失为一条
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探究途径。
国外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的兴起与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有关。上世纪中
叶以来，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在对著名科学家群体（如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群
体）进行群体志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师承关系［１］。近年来，国外出现了一些直接以“学术谱系”为主题的相关研
究，如韩国学者张水荣梳理了２０世纪初以来美国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２］；
凯利和萨斯曼对珍妮·古道尔等田野灵长类学家的学术谱系进行了研究
［３］。此外还有不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如弗斯关于亚当·斯密
以前的经济学学术谱系的研究［４］。
国内学界对科学家学术谱系问题的认识主要来自对国外科学社会学
著作的引进，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主要是以国外的研究对象
为主。在我国，袁江洋和乌云其其格曾从学术谱系的角度对中日现代科学
学术传统的构建进行对比，指出了学术谱系的发展在一国学术传统形成过
程中的重要意义［５，６］。此外，一些学者已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注意
到了构建和延续学术谱系的重要意义［７］。２０１１年，中国科协设立“中国科
学家学术谱系研究”项目，就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重要学科设立了１５个
研究课题，这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的学术谱系研究工作。
在本文中，学术谱系是指由学术传承关系（包括师承关系在内）关联在
一起的、不同代际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在深层意义上，学术谱系是
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单元，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科学传统普遍表现为学术谱
系中所承载的学术纲领、学术规范和学术的内在精神气质等多个层面的内
容，借由学术谱系施展其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已知现象的解释力、对
求知现象的预见力、对科学家思考的启发力。科学传统对于学术谱系扮演
着种子和生命力的角色，是吸引科学家走到一起形成学派乃至学术谱系的
内在原因，同时，科学传统之外的多种外在因素，也对学术谱系的形成、发展
与衰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本文所给出的学术谱系研究表现为一种以科学家和科学家群体为研究
对象的，兼具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多种视角的综合科学史研究。短时段
研究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关键人物、标志性事件和谱系内部的重要事件的研
究；中时段研究主要是指对谱系的团队运作方式，包括决策模式、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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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荣誉分配机制、选题模式、沟通模式和用人模式的研究。长时段视角
主要分析谱系的兴衰和发展的内在轨迹。在此方法框架下，我们选取唐敖
庆谱系进行了个案研究，并将日本福井谦一谱系引作对照谱系。本文主要
内容涉及唐敖庆谱系的形成，其第一、二代成员的学术产出的历时变化情况
及与福井谦一谱系的对照情况。
一、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的识别
１．唐敖庆谱系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化学从积累实验事
实，对化学变化的现象做分类、描述工作的实验科学逐渐进入到对原子、分
子结构的理论研究上，理论化学应运而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随着量子力
学的成熟，人们又努力将其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化学，通过严密的理论计算
研究化学体系的性质和行为，从而诞生了量子化学。量子化学的诞生是现
代化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使化学的研究方法从描述向推理迈进，
成为理论化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量子化学以数学物理方法研究原子和分
子结构，其时，鲍林（Ｌｉｎｕｓ　Ｃ．Ｐａｕｌｉｎｇ）的化学键理论、穆利肯（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Ｍｕｌｉｋｅｎ）等人的分子轨道理论、霍夫曼（Ｒｏａｌｄ　Ｈｏｆｆｍａｎ）等人的分子轨道
守恒理论代表了世界一流的理论化学研究传统。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通过建国后第一代归国留学学者的努力，世界一
流理论化学传统被移植到中国，并在其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唐敖
庆为核心的中国理论化学谱系。本文从思想领袖、国外源头、师承关系、谱
系大本营、学术传统与研究纲领五个角度识别出唐敖庆谱系的第一代、第二
代及第三代成员（见表１）。
唐敖庆是中国第一代理论化学家，在留美期间接触到当时处于研究前
沿的量子化学领域并在世界一流的量子化学研究团队中接受学术训练。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哈弗尔德（Ｒ．Ｈ．Ｈａｌｆｏｒｄ）教授学习理
论化学，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以题为《相互独立粒子统计理论》的论文获得博士学
位，１９５０年初回国执教北京大学，１９５２年调任至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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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创建化学学科。１９８１年当选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①（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院士并任该院主办的《国际量子化
学杂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的顾问编委。当时
国际理论化学界在研究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方面的前沿理论有价键理论、分
子轨道理论和配位场理论。内容分属分子结构与化学键函数、分子结构与
性能、分子间作用力、原子结构与性能等方面。唐敖庆在配位场理论、分子
内旋转、杂化轨道理论方面做出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 ［８］。
表１　唐敖庆理论化学谱系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唐 敖 庆 （１９１５—
２００８，１９４６ 留 美，
师从哈弗尔德，国
际量子分子科学
院院士）
邓从豪（１９２０—１９９８）
马万勇　刘文剑　张瑞勤　蔡政亭
刘成卜　王沂轩　冯大成　慕宇光
邓　鲁　居冠之　冯圣玉　陶凤岗
任廷琦　邱化玉　吕文彩
刘若庄（１９２５—）
陈光巨　郑世钧　陈润生　黄元河
方德彩　江德林　刘新厚　汪志祥
张绍文　周公度
张乾二（１９２８—）
万惠霖　黄荣彬　张聪杰　吴　玮
程文旦　陈明旦　吕　鑫　郭国聪
王银桂　曹泽星　林梦海
鄢国森（１９３０—）
谢尧明　杨明理　田安民　曹泽星
周立新　陶长元　罗久里　谢代前
戴树珊（１９２８—）
毕先钧　谢小光　于作龙　洪品杰
王美行　涂学炎
孙家钟（１９２９—）
封继康　李耀先　丁益宏　赵成大
徐文国　吕中元　刘成卜　曾宗浩
张红星　黄宗浩　魏家友　刘靖尧
周忠源　苏忠民　李铁津　葛茂发
张锁秦　韩秀峰　方维海
江元生（１９３１—）
曹维良　闵新民　刘春根　莫凤奎
黎书华　孙岳明
古正（１９３１—） 赵由才　付鹤鉴　刘维明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１月，唐敖庆在吉林大学主办物质结构学术讨论
班。这是唐敖庆谱系得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唐敖庆谱系的第二代成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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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是理论化学领域最权威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其院士从世界各地科学家
中挑选，条件为要对量子分子科学这一广泛研究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开拓或领导了某个重要学派。
出自此讨论班。“１９６３年，为了进一步培养中国的高层次理论化学研究和
教学人才，高等教育部委托唐敖庆在吉林大学举办了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
由唐敖庆主讲量子化学方面的课程并开展量子化学方面的研究。学员从全
国高等学校挑选，修业期间为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６年１月，共８人，他们是
刘若庄、江元生、孙家钟、张乾二、邓从豪、鄢国森、戴树珊和古正，日后皆为
国内知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其中５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９］除正式
学员外，黎乐民和游效曾（后成为院士）曾作为旁听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班。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工作的人数不多，学科建设不完善，
涉及领域也不甚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讨论班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
大批后继学者。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充分展现了一份切实有效的研究纲
领，这就是由唐敖庆提出的配位场理论方法。“学术讨论班的学员在唐敖庆
教授的带领下很快进入了理论化学前沿研究领域，开展了配位场理论研究，
仅用两年多时间取得突破性成果，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配位场理论及研
究方法，在统一配位场理论各种方案基础上提出了新方案。”［１０］物质结构学
术讨论班相继发表了《配位势场理论的研究（Ι）———正八面体场中ｄｎ组态
的理论分析》［１１］、《配位势场理论的研究（Ⅱ）———强场与弱场波函数的变换
关系及其应用》［１２］、《配位势场理论的研究（Ⅲ）———ｄ４，ｄ６ 组态正八面体络
合物能谱的全分析》［１３］、《配位势场理论的研究》［１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Ι）———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ｅａｋ　Ｆｉｅｌｄ　Ｓｃｈｅｍｅ"［１５］等５篇论文。
１９７９年，配位场理论的研究成果《配位场理论方法》［１６］以学术专著的形式由
科学出版社以英汉两种文字出版。除了配位场理论研究，唐敖庆设计的学
习计划中的参考文献、课程和讨论均涉及当时理论化学研究的前沿。此次
讨论班后，中国理论化学界第二代研究人员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国内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中坚力量。其中，邓从豪任山东大学教授，刘若庄任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张乾二任厦门大学教授，鄢国森任四川大学教授，戴树珊任云
南大学教授，孙家钟任吉林大学教授，江元生、游效曾任南京大学教授，黎乐
民任北京大学教授。
唐敖庆谱系中的第三代是在高校导师制体系下培养起来的研究生。与
第二代相比，第三代的人数明显增多，年龄分布广泛，最年长的一批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出生。其中的优秀者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广泛分布
于全国各大高校的化学院系。谱系第三代成员普遍的培养模式是在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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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化学家门下攻读学位，后留在其所在高校任教，成为该高校化学院系的
中青年教师力量。
２．福井谦一谱系
日本福井谦一谱系的创始人福井谦一（Ｆｕｋｕｉ　Ｋｅｎｉｃｈｉ）于１９３８年考入
京都大学工业化学系，１９４１年大学毕业，进入京都大学燃料化学系儿玉信
次郎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硕士学位。儿玉信次郎早年留学德国，返回日本时
带回了大量欧洲的书籍资料。当时的欧洲量子理论正处于空前的发展之
中，福井谦一通过这些珍贵的书籍，接触到了当时理论化学研究前沿。１９４３
年福井谦一任京都大学讲师，１９４８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５２年发表了前线轨道
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芳香碳氢化合物中反应性的分子轨道研究》［１７］，１９８１年
因提出直观化的前线轨道理论获诺贝尔化学奖。
表２　日本福井谦一理论化学谱系
福井谦一（Ｆｕｋｕｉ　Ｋｅｎｉｃｈｉ，
１９１８－１９９８）
由于在１９５１年提出直观化
的前 线 轨 道 理 论 而 获 得
１９８１年诺贝尔化学奖，国际
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
米泽贞次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永田亲义（国立癌症中心生物物理部部长）
诸熊奎治（Ｍｏｒｏｋｕｍａ　Ｋｅｉｊｉ，１９３４－ ，国际量子分子科
学院院士）
藤本博（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平尾公彦（Ｈｉｒａｏ　Ｋｉｍｉｈｉｋｏ，１９４５－ ，国际量子分子科学
院院士）
加藤重树（Ｋａｔｏ　Ｓｈｉｇｅｋｉ，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国际量子分子科
学院院士）
吉泽一成（九州大学教授）
伊藤俊明（三菱重工株式会社特别顾问）
中辻博（Ｎａｋａｔｓｕｊｉ　Ｈｉｒｏｓｈｉ，１９４３－，国际量子分子科学
院院士）
　　福井谦一谱系的第二代中有４人入选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至今
仍然活跃在国际理论化学界的前沿。其中诸熊奎治（Ｍｏｒｏｋｕｍａ　Ｋｅｉｊｉ）１９３４
年生于日本鹿儿岛，１９５７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工学部，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在京都
大学工学部任福井谦一的助手，１９６３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日本京都大学
福井基础化学研究所研究负责人，１９７８年获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奖，１９９２
年获日本化学会奖。平尾公彦（Ｈｉｒａｏ　Ｋｉｍｉｈｉｋｏ）１９４５年生于日本新居滨，
１９７４年从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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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任东京大学工学院院长，现任理化学研究所先
进科学研究所特别顾问。中辻博（Ｎａｋａｔｓｕｊｉ　Ｈｉｒｏｓｈｉ）１９４３年生于日本大
阪，现任京都量子化学研究协会理事长，１９９１年获日本化学会物理化学奖。
加藤重树（Ｋａｔｏ　Ｓｈｉｇｅｋｉ）１９４９年生于日本大阪，生前为日本京都大学理论
化学教授。
二、唐敖庆谱系与福井谦一谱系成果产出
１．唐敖庆谱系成果产出
本文从科研产出的角度，选取ＣＡ（美国化学文摘，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收录的文章作为对象，研究唐敖庆谱系的兴衰和整体发展趋势。图１是唐
敖庆谱系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员被ＣＡ收录的文章数量及年份趋势对比。从
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唐敖庆谱系虽然初步形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左右，但直
至７０年代中叶，其成员才逐渐开始与国际理论化学界的学术交流，当时国
内特殊的社会背景应是阻断其与国际理论化学界交流的主要障碍。在随后
长达近３０年的时间里，唐敖庆谱系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第一代和第二代
成员被ＣＡ收录的文章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进入２１世纪，唐敖庆谱系第
一代和第二代成员普遍因年事已高（２０００年时，唐敖庆谱系第一代和第二
代成员的年龄分布状况为：唐敖庆８５岁，邓从豪已逝，刘若庄７５岁，张乾二
７２岁，鄢国森７０岁，戴树珊７２岁，孙家钟７１岁，江元生６９岁，古正６９岁。
２００８年，唐敖庆逝世，谱系第二代成员也普遍进入８０岁），逐渐退出一线研
究工作。
图１　唐敖庆谱系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员被ＣＡ收录文章数及年份趋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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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大本营发展趋势对比
本文对吉林大学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编的纪念文集《纪念
唐敖庆：中国现代理论化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中所载吉林大学理伦化学计算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日本京都福井基础化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见
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吉林大学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ＴＣＣＬＡＢ）、
日本京都福井基础化学研究所（ＦＵＫＵＩ－ＩＦＣ）研究成果比较［１８］
ＴＣＣＬＡＢ（中国） ＦＵＫＵＩ－ＩＦＣ（日本）
国际论文数 ３９７　 ２５３
ＪＣＰ和ＪＰＣ　 １１６　 ６７
ＩＦ≥７．０　 ８　 １４
ＩＦ≥３．０　 １７８　 ９７
他引次数 １５２９　 １４２９
　　 表３显示，近年来，中日两国的理论化学研究水平在短时段的计量分
析中并无太大差距，甚至在国际论文数量、化学物理杂志（ＪＣＰ）①和物理化
学杂志（ＪＰＣ）②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大于３的期刊文章数量和他引次数方
面，吉林大学的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明显高于日本京都福井基
础化学研究所。该纪念文集由此认为：“理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工
作整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也充分体现了实验室在国际理论化学研究中的
地位。”［１８］
但从长时段视角出发，从谱系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情况却远没有短时
段的分析那么乐观。我国理论化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持续创造力与日本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
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处于世界学术领先地位的理论化学家远远少
于日本。表４显示的是中日两国在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和国际量子分
子科学院奖人数上的对比。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对院士的挑选非常严格，
新院士的产生只能通过院士提名和选举。该院院士皆是处于理论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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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物理联合会主办，理论化学领域专业杂志，偏重量子化学方法的理论性研究。
美国化学学会主办，理论化学领域专业杂志，偏重量子化学的应用研究。
最前沿的国际著名理论化学家。
表４　中日两国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和国际量子
分子科学院奖人数对比
中国 日本
国际 量 子 分
子科 学 院 院
士
唐敖庆
帅志刚（清华大学教授，
２００２年１月回国）
福井谦一（京都大学）
平尾公彦（东京大学理化学研究所）
诸熊奎治（京都大学福井基础化学研究所）
长仓三郎（日本神奈川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永濑茂（冈崎分子科学研究所）
中辻博（京都量子化学研究协会理事长）
加藤重树（京都大学）
小谷正夫（东京科技大学校长）
国际 量 子 分
子科学院奖
刘文剑（北京大学教授，
２００１年回国，２００６年获奖）
诸熊奎治（１９７８年获奖）
　　中国方面目前只有两人获得该院院士资格，除唐敖庆以外，帅志刚
１９８９年获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博士，导师为孙鑫，１９９０年赴比利
时蒙斯－爱诺大学做研究，２００２年回国。获得科学院奖的刘文剑本科和硕
士研究生阶段就读于山东大学，师从邓从豪，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１年留学德国。
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处于国际理论化学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只有刘文剑一
人出自唐敖庆谱系，而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的８名日籍院士中有５名是福
井谦一谱系的成员（黑体标出），唯一一名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奖的获得者
也来自福井谦一谱系。
图２　唐敖庆和福井谦一被ＣＡ收录文章数及年份趋势对比
其次，唐敖庆和福井谦一作为中日两个理论化学谱系的思想领袖，都
曾在其学术生命周期的鼎盛阶段活跃于世界一流理论化学研究的前沿，二
者同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图２显示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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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论文产出几乎不相上下，甚至在唐敖庆学术生命高峰的８０年代中期到
９０年代中期，其论文产出还要超出福井谦一。
但在对中日两个谱系第二代成员的横向对比中可以发现唐敖庆谱系的
第二代成员无论是个人被ＣＡ收录的文章数量（见图３）、第二代研究集体
的整体产出状况（见图４）和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院士的数量（见表４）都与
福井谦一谱系的第二代成员拉开了距离。
图３　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第二代成员被ＣＡ收录文章数对比
图４　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第二代成员被
ＣＡ收录文章及年份趋势对比
将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两代成员科研产出状况综合起来看，８０
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是两个谱系发展过程中距离最小的一个时期，这恰
恰也是唐敖庆本人学术生命的高峰时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二者在总
体的长程趋势上距离在逐渐扩大（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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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唐敖庆谱系和福井谦一谱系被ＣＡ收录文章数及年份趋势对比
三、分析及结论
唐敖庆谱系兴起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配位场理论和方法的构建为唐敖
庆谱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在契机，但文革到来使该谱系第一、二代成员
错失了发展的良机，以致该谱系产出高峰期被推迟到１５年之后；至８０年
代，唐敖庆谱系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下才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活力。然而，随着
配位场理论及扩展研究日趋完成，第二代及第三代成员未能适时提出同等
水平的、新的、富于理论创造性的工作。
中国第一代理论化学家均有留美背景，他们大多是在世界一流研究传
统的熏陶下成长并取得博士学位，并且他们在归国后也能凭借自己的工作
而跻身一流理论化学家之列。但是，中国归国学者并没有在国内成规模地
培养出可与他们自身比肩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尽管他们所在学术谱系从规
模上看并不小于对比谱系），所谓钱学森问题并不是发生于个别优秀归国科
学家身上的特殊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在对两个谱系的研究方向进行考察时，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唐敖
庆谱系的研究方向曾在１９５６年发生过一次转变，虽然这次转变没有完全使
唐敖庆放弃量子化学研究，但是客观上反映出我国自１９５６年制定科学技术
发展十二年规划以来奉行的“任务带学科”的做法的影响。有报道这样写
道，“１９５６年，我国急需进行高分子合成材料的研究，这在国内当时是个空
白。唐敖庆捐弃名利，果断地中断量子化学的研究，转向高分子物理化学反
映统计理论的研究。在量子化学领域，他功底深厚，工作驾轻就熟，有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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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大研究成果。然而，责任感、使命感使这个爱国的科学家转入一个陌生
的研究领域。”［１９］与唐敖庆相似，徐光宪也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全国十二年
（１９５７－１９７２）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后为落实全民办原子能的号召调任北京大
学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福井谦一虽然身处京都大学工业化学系，却“被允
许和理学院化学系的学生一起学习理学院的课程（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分析化学等）。”［２０］而且，“前线轨道理论”研究也是在日本当时强大
的工学需求的背景下做出的。同样地，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日本也呈现出领
先发展的格局，日本在科学上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即出自此领域。对理
论研究从不偏废，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学术自治传统有关。“二战前日本
的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德国大学模式的复制，因此无论在科研体制
上还是学术理念上都深受德国大学‘学术自治’模式以及德国以韦伯为代表
提出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理想的影响。”［２１］大正初期以后，强调确立学
术自由的原则是改革日本高等教育的第一要义，并且把继承学术自由的传
统、鼓励思想自由，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知识水平，崇尚真理、不断为社会发
展提供“光源”作为“自由社会”大学的三大任务之首。［２２］
相比之下，福井谦一谱系自形成至今始终表现出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
尽管福井谦一与其主要合作者们未能实现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的目标，但
他们的工作已赢得了更高的学术认同，譬如，国际量子分子研究院有５名院
士属于该谱系或与其有学术合作关系。福井谦一并无留学背景，但作为日
本自己培养的世界级学者，他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这表明在他那个时代，日
本在移植世界一流学术传统方面已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
唐敖庆的研究方向根据国家需要变化，但福井谦一所在的京都大学一
向以学术自由著称，国家和其他资助机构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并不干预，也就
是说福井谦一学派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更适合一个谱系创造活力的凝聚
和发挥。中国与日本在科研制度设置上的差别导致中国科学自主性的匮
乏。自１９５６年以来，我国长期奉行“任务带学科”的做法，然而，对“学科”而
言，“任务”属外在使命，其内在使命却在于不断推进学科研究的前沿。从原
则上讲，两者不可相互替代。而日本“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为日本战后基础研
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体制上的保障。这其中，以学术自主为主要内容的
学术自由传统构成了战后恢复期日本基础研究的主要特征。”［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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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拥有一流学术传统的中国科学家谱系，须从提升科学自主性入手。
要为归国的杰出科学家提供一种类似于他们在留学期间所处的科学研究氛
围。使科学传统的移植不仅仅停留在研究传统移植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到
价值和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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